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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国内市场需求对本土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究竟产生了促进还

是抑制作用，尚缺乏有支撑的理论和经验证据。本文用中国工业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国内市场需求对

本土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表明：第一，国内市场需求有助于引致本土企业增加研发设计

投入和品牌营销投入，促进增加值活动更多地从生产中的有形活动转向生产前及生产后的无形活动，从而提升自

身核心竞争力。第二，从所有制角度进一步解构市场竞争因素后发现，在国内市场需求牵引下，民营企业比国有企

业更能显著地提升核心竞争力。第三，中国自东向西的区域产业布局和发展具有雁阵转移的典型特征，导致了国

内市场需求对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地理上存有异质性，呈现出由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的“阶梯型”递

减态势。这些发现为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更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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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核心竞争力是支撑本土企业参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体现，是中国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的微观基础（刘鹤，２０２１）。所谓企业核心竞争力，可以看作是企业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生产能力和
技术的集成知识，其通常有以下三个典型特征：一是核心竞争力可以提供企业进入各种市场的潜
在途径，二是核心竞争力有助于企业感知终端产品的客户价值，三是核心竞争力难以被竞争对手
模仿（Ｐｒａｈａｌａｄ　＆ Ｈａｍｅｌ，１９９０）。从上述特征可以看出，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

关键（Ｅｎｇｉｎｏｇ̌ｌｕ　＆Ａｒｉｋａｎ，２０１６），而且由于企业外部环境总是处在动态变化中，只有当企业拥有
核心竞争力后才能生存和持续发展（Ｌｊｕｎｇｑｕｉｓｔ，２０１３）。特别是在当前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的现实背景下，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这是因为，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但如果本土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经济循环过程就会出现堵点、
断点，就会进一步导致国民经济中出现产能过剩、增长速度下降、风险积累、国际收支失衡等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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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问题，从而无论是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都会受阻（习近平，２０２１）。

伴随着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和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发生重大调整，

中国本土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的问题愈来愈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譬如，美国利用所谓的
“实体清单”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卡脖子”行为，就凸显了中国企业在高端芯片、光刻机等核心技术
环节的极端薄弱性，导致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供给不足甚至被迫断供。据２０２１年最新发布的
《财富》世界五百强排行榜资料，中国虽然以１４３家上榜企业数量位居榜首，但从上榜企业的行业
结构来看，高端制造方面的短板不容忽视（张业佳，２０２１）。以装备制造业为例，中国上榜１９家企
业的产品附加值和产业集中度明显不足，其平均利润仅１３．４亿美元，在全部１４３家上榜企业中占
比不足四成，其中基础机械装备领域仅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上榜，排名第４３０
位，足见中国本土企业在世界市场中仍然缺少核心竞争力的严峻现实。

那么，立足新发展阶段，如何才能快速有效地提升本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呢？要回答这一问
题，首先需要弄清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本土企业核心竞争力长期偏低的关键原因。众所周知，改革
开放后中国本土企业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遵循的是“两头在外、大进大
出”的出口导向战略思路，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出口企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但却没有真正地提高企
业核心竞争力，或者说提高的幅度很有限。比如，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相对于非出口企业通常
要高出不少（余淼杰，２０１０），然而，这种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并非来自
企业自主创新，而是通过生产工艺改进、组织管理改善等非创新因素获得（张杰等，２００９），甚至也
可能只是来源于企业的自选择效应（范剑勇、冯猛，２０１３），最终会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而被锁定在
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尹伟华，２０２０）。可见，出口导向战略下过度依赖外需是导致本土企业核
心竞争力长期难以提升的真正症结。在此背景下，摆脱对外需的过度依赖，使国内市场需求真正
发展为自主创新的策源力，很可能是中国本土企业在“十四五”及未来更长时期提升核心竞争力的
战略选择。

实际上，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就已提出并确立了起来①，目的是要解决
当时由长期的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的供求关系下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戚义明，２００９）。党
的十六大报告则进一步指出：“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不过，这一时期
的扩大内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权宜之计，特别是为了对冲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黄茂兴，２０１２）。自２００１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经济贸易出现了超常规增长，

这也使得扩大内需的政策实施和可能影响被大大地忽视了。直到２００８年国际经济危机再次爆发
之后，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到扩大内需的重要性。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

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
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这就是当前重提扩大内需并将其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基点
的历史由来。

截至目前，学界与扩大内需相关的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扩大内需的基本
内涵。一般认为，扩大内需应包括扩大国内的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两个部分，并包含着扩大本身
需求不足的市场和扩大有潜力增加需求的市场这两层含义（钱津，２０１１）。其中，投资需求和消费
需求之间的结构优化（特别是以消费需求适当替代投资需求），是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之一
（江小涓，２０１０；洪银兴，２０１７）。然而，要直接扩大消费需求，不仅难度比较大，而且潜力也相当有
限，因此须分离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通过加快非生产性投资的发展提高与居民“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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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显示：１９９８年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保
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是现
有公开的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将“扩大国内需求”作为政策而提出来。



学”消费相关的供给能力，有利于垫高居民消费支出的“护城河”从而强迫储蓄的比重自然降低，消
费比重得以自然提高（王国刚，２００９；刘志彪、凌永辉，２０２１）。二是关于扩大内需的影响因素。多
数学者认为，中国在现阶段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影响扩大内需的基本因素之一（王一鸣，２０２０），而
且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重要，因为它是基础性的，二次分配乃至三次分配都要在初次分配的基础
上进行（厉以宁，２０１３）。深入到产权角度来看，中国转型期间实施了有利于资本形成的产权制度
安排，而土地产权和劳动力产权则未完全实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和居民消费
倾向（林木西、曾祥炎，２０１０）。三是关于扩大内需的经济效应。对一个有着高速增长的国内市场
而言，当存在足够规模的收入以及消费者对高价格的新产品有购买支付的需求，企业的高级要素
投入能够转化为收益，企业的创新活动也会被激发和实现（张杰、刘志彪，２００８）。这当中可能涉及
到降低成本、提供市场条件、挑剔型需求效应等影响途径（周怀峰，２００８）。此外，新经济地理学提
出的“母国市场效应（Ｈｏｍ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即内需规模较大的国家同时也将是净出口国），也受
到了较多研究中国内需问题的学者关注（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易先忠等，２０１７）。
然而，国内市场需求对于本土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作用？又有着怎样

的影响机理及异质性效应？从上述既有文献的梳理情况看，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尚比较缺
乏，因而无法从其中找到直接的证据。鉴于此，本文基于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的大样
本微观数据，实证考察国内市场需求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了本土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这一重要现
实问题。本文发现，国内市场需求不仅对中国本土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产生了直接的促进效应，
而且还通过引致本土企业增加研发设计投入和品牌营销投入两种关键机制，使得企业增加值活动
更多地从生产中的有形活动转向生产前及生产后的无形活动，从而间接促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
力。这不仅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而且还呈现出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阶梯型”递减
的特征。总体而言，本文研究为扩大内需战略在企业微观层面的影响效应研究提供了重要补充，
而且其核心逻辑与当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紧密一致，也有助于为政府部门的现实决策提供有益
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营销以及用户支持和服务等各项活动在空间
上的垂直分离与网络重组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典型呈现（张国胜，２０１０）。这种分工形态也可以称
为“碎片化生产（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即在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驱动下，把生产
过程有目的地进行分离并散布于不同空间和不同企业，其中无形的服务活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Ｊｏｎｅｓ　＆ Ｋｉｅｒｚｋｏｗｓｋｉ，１９９０）。比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日本丰田生产体系的企业
绝大部分都分布在国内若干个工业集聚区，呈现为一种空间分散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卢锋，２００４）。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产业链体系中，不同“碎片”活动所产生的附加值也有着很大差异。其中，研
发、设计、营销以及用户服务具有比生产更高的附加值。这在主流的经济学及管理学中基本已经
成为共识，并被形象地刻画成“微笑曲线”。因此，在产品内分工的理论框架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就体现在“微笑曲线”两端的这些高附加值的无形活动当中。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本土
企业过去长期集中在“微笑曲线”的生产环节，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代工生产以赚取微薄的
利润。显然，这些本土企业并不具备核心竞争力，不利于中国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本
土企业必须从低附加值的生产、组装等有形活动环节更多地转向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营销以及
用户服务等无形活动环节，从而获得核心竞争力以更好地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合作与竞争。
一般来说，本土企业既可以通过增加国内高技术供给直接提升核心竞争力，也可以通过国内

市场需求间接引致核心竞争力提升。前一种方式虽然简单，但严重依赖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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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吸收，本土企业存在非常明显的“后发劣势”。而且，在目前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下，这种方式
也很难持续奏效。相对而言，后一种方式是比较可行的。根据“需求引致创新”理论（Ｓｃｈｍｏｏｋｌｅｒ，

１９６６），企业的专利活动本质上也是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受到市场的引导和制约。这是一种典型
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创新过程，即通过开辟新市场、挖掘新需求、开发新产品等活动来满足不断变
化着的市场需求。对于一个有着超大规模市场需求空间的经济体而言，其可以通过本土市场需求
容量所蕴含的引致创新作用，内生地培育和发展出自主创新能力（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　＆Ｂｒｕｎｎｅｒ，２００５）。
而且，就利用国内市场需求而言，本土企业比外国企业更有优势。因为本土企业与本国消费者在
地理空间、文化习俗、法律制度等方面更加接近，这有利于其更加敏锐地获取本土市场的消费者需
求信息，同时也便于以更加低廉的运输成本将产品送至消费者终端。
需求引致创新机制不仅解决了本土企业从生产等低附加值的有形活动更多地转向研发、设

计、营销以及用户服务等高附加值的无形活动的动力问题，而且为新发展格局下实现更加协调、匹
配的高水平需求－供给动态平衡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更准确地讲，需求不是本土企业提升核
心竞争力的唯一决定因素，供给因素也在本土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
其主要发挥的是间接影响。更进一步说，国内市场需求通过引致本土企业增加研发设计投入和品
牌营销投入两种关键渠道对本土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产生了促进作用。
从内需引致企业研发设计投入角度看。本土企业更容易在国内市场获取新的市场网络和进

入渠道，从而有利于扩大其市场份额（蒋冠宏，２０２２）。这样，一方面使得更多产出转化为市场价
值，产生存货成本下降所致的企业利润增加；另一方面也可能增强企业市场垄断势力，产生单位产
品价格上升所致的企业利润增加。随着企业利润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大大放松，可以有更多的
可用资金投入到研发设计中来。同时，更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需求，也有助于分散企业研发设计投
入的风险，强化企业对市场条件的良性预期，使企业更愿意作出风险偏好的决策。由此，国内市场
需求通过引致本土企业增加研发设计投入而提升核心竞争力。
从内需引致企业品牌营销投入角度看。众所周知，消费者充满异质性，且日益注重品质化和

个性化的消费，性别、年龄、职业等都可能造成市场需求比较大的波动性。为了使市场不确定性尽
可能下降，本土企业必须做出足够的市场投资，发展品牌营销、客户管理等能力。而且，从客观上
讲，产品本身也可能因为“搜寻品”“经验品”等特性而导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
题。为了缓解甚至消除这种信息差异，企业本身也愿意加大品牌营销投入。更重要的是，相对于
国际市场，本土企业更加了解国内市场中的消费者，其进行市场投资的成本－收益更大，因而投入
品牌营销的意愿也更高。因此，国内市场需求将通过引致本土企业增加品牌营销投入而提升核心
竞争力。据此，本文提出：

Ｈ１：国内市场需求有助于引致本土企业增加研发设计投入和品牌营销投入，促进增加值活动
更多地从生产中的有形活动转向生产前及生产后的无形活动，从而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
实际上，企业盈利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因为在现实中不存在完全竞

争的情形，而且退一步讲，完全竞争也意味着市场上所有企业是同质的，且数量也是既定的，这也
就无所谓竞争了。主流经济学已经证明，竞争不完全性有多种来源，既包括市场不确定性、规模经
济等市场因素，也包括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结构性扭曲等非市场因素。如果竞争不完全性来源于
前者，那么一定程度的市场集中和进入壁垒，不仅使企业可以在不引起新进入者进入的情况下维
持市场最高价格，而且也使在位企业之间避免因过度的价格竞争而导致市场非效率，同时还增加
了企业合作的可能性，因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但是，如果竞争不完全性来源于后者，那么
这种市场集中和进入壁垒就会大大扭曲国内市场的竞争秩序和效率。过去长期以来，国内广大民
营企业受到传统计划经济管理思维和发展路径依赖的影响而遭受普遍的不平等竞争现象就深刻

地反映了这一点。众所周知，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和基础，正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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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２０１８年末中国民营企业数量占比超过了八成。然而，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的营商竞争
环境却不是很友好，其税费优惠、融资条件、享受的公共服务、政策平等性等均远不能跟国有企业、
甚至外资企业相比。虽然这种不平等竞争在相当程度上支撑了中国经济过去的非均衡增长，但与
此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使得原本可用于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创新发展的企业资金
被抽取和耗散，造成了极大的无谓损失。事实上，中国高铁从试验性探索、引进消化吸收、正向设
计再到自主知识产权创新的核心竞争力提升过程，就是通过嵌入在由若干家竞争性企业所形成的
“可控制的竞争”市场结构和超大规模内需环境下的特定激励结合而成的本土产业链体系中，实现
增加值活动不断从有形环节向无形环节攀升的过程。据此，本文提出：

Ｈ２：所有制结构下的平等竞争对国内市场需求的本土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效应产生了不容忽
视的影响，表现在国内市场需求牵引下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能显著地提升核心竞争力。
由于企业的增加值活动不是发生在抽象的虚拟空间，而是在具体的实际地理中开展的，因此，基

于国内市场需求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行为分析至少应包括产业关联、要素配置两个维度。从产
业关联看，国内市场需求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效应是以区域性产业集群的优势为基础的，即产业链
中心的主导企业与产业链外围的若干中小企业所形成的购买者驱动的网络组织结构。从要素配置
看，国内市场需求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内生驱动力来源于产业集群空间内的要素自主有序流
动，这些要素形成集聚并通过各种纵横交织的路径产生网络效应，促进企业价值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
和协同升级。事实上，中国企业往往是既嵌入本地化的产业集群又嵌入全球产业链的“双重嵌入”模
式，从而在需求的牵引和导向作用下尽可能地利用地方创新系统和地方生产系统配套来提高核心竞
争力。但是，中国经济地理存在典型的“胡焕庸线”，即产业集群空间布局是向东南沿海地区过度倾斜
的，因而无论是产业关联还是生产要素，抑或是创新系统和生产系统，甚至是国内市场需求本身，东部
地区都要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这很可能意味着，在东部地区的扩大内需促进本土企业核心竞争力
提升的政策效应将大大地强于中西部地区。据此，本文进一步提出：

Ｈ３：国内市场需求促进本土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影响效应在地理空间上存在异质性，呈现
出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阶梯型”递减的态势。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
根据上文分析，企业沿着“微笑曲线”提升核心竞争力，实质上是要显著提高企业经营活动附

加值并凸显自身独特优势；而增加研发、设计、营销以及用户服务等无形资产是其中关键，它们能
为本土企业装上“聪明的脑袋”和“起飞的翅膀”（Ｂａｌｌｅｓ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Ｒｉｎｄｏｖ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实
际上，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在过去的经济全球化中牢牢地控制着全球产业链体系，就是
因为它们对于创造富有商业价值的新知识具有显著优势，能够不断强化以知识创造为核心的无形
资产密集程度。所谓企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
资产”①，狭义统计口径涵盖专利权、商标权、特许权等，代表了企业对市场活动所创造价值的索取
权。这表明企业无形资产与获利能力直接相关，体现了“微笑曲线”高端环节的高附加值特性及其
核心竞争力。因此，本文结合企业微观数据的可得性，使用企业无形资产占全部总资产的比重作
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代理指标，记作ＥＣ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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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６号———无形资产》对无形资产做了相关规定，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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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解释变量
国内市场需求通常涉及的是宏观经济政策（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所产

生的国内消费和投资增加，因而有的研究采用ＧＤＰ或者ＧＮＰ表示国内市场需求，但它一方面显
得过于粗糙，另一方面本身也会通过国民经济循环引致企业国内销售规模增长，因此可以考虑从
更加微观的角度来进行表征。本文使用企业层面的工业销售产值与出口交货值的差额占工业销
售产值的比重作为国内市场需求这一关键解释变量的代理指标，记作ＤＭＤ。
由于本文还关注了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为了检验相应假说，我们参考白重恩等（２００４）的做法，

使用国家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作为行政垄断壁垒的衡量指标，记作ＡＭＢ。鉴于国有企业对国
内市场具有绝对主导权，与地方保护主义、缺乏竞争的市场结构紧密相关，因此可以预期该变量的
符号为负。

３．控制变量
按照文献惯例，本文还选取了以下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以企业的个人资本、港澳台资

本、外商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表示市场开放程度，记作ＤＭＯ；以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
额除以全部从业人员后的人均值表示物资资本密集度，记作ＰＣＩ；以企业的应付工资总额除以全
部从业人员的人均值表示人力资本密集度，记作ＨＣＩ；以企业的补贴收入表示政府的生产性补贴
程度，记作ＧＰＳ。

４．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建

立并维护，数据样本包含了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本文在对数据初步清理异常值之后，
进行了跨期合并。表１列示了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所使用数据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表１ 主要变量解释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均值 标准差 预期符号

ＥＣＣ 企业核心竞争力：无形资产占全部总资产的比重 ０.０６０６　 ０.０８０７ Ｎ／Ａ
ＤＭＤ 国内市场需求：工业销售产值与出口交货值之差占前者的比重 ０.７５６７　 ０.３６８３ ＋
ＡＭＢ 行政垄断壁垒：国家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 ０.１６７３　 ０.３４３８ －
ＤＭＯ 市场开放程度：个人、港澳台及外商资本占实收资本比重 ０.５４１８　 ０.４３６７ ＋
ＰＣＩ 物资资本密集度：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７１１ －
ＨＣＩ 人力资本密集度：人均应付工资额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２２４ ＋
ＧＰＳ 政府生产性补贴：补贴收入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３７８ －

（二）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典型的平衡面板数据，其优点在于能够解决模型设定中的遗漏变量

问题，因而面板数据模型就成为了本文估计的适用模型。基本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Ｙｉｔ＝αＸｉｔ＋βＺｉｔ＋γ２Ｄ２ｔ＋…＋γＴＤＴｔ＋μｉ＋εｉｔ （１）
在该模型中，被解释变量Ｙｉｔ表示企业核心竞争力，以企业的无形资产比重ＥＣＣｉｔ进行表征，其

中，下标ｉ表示第ｉ个企业，ｔ表示年份。Ｘｉｔ是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包括ＤＭＤｉｔ、ＡＭＢｉｔ，分别表示
国内市场需求和行政垄断壁垒。Ｚｉｔ是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ＤＭＯｉｔ、ＰＣＩｉｔ、ＨＣＩｉｔ、ＧＰＳｉｔ，分别表示
市场开放程度、物资资本密集度、人力资本密集度、生产性补贴程度。时间虚拟变量控制不随个体
变化的时间效应，其中当ｔ＝２时，Ｄ２ｔ＝１；当ｔ≠２时，Ｄ２ｔ＝０；以此类推。μｉ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
个体效应，εｉｔ表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更稳健地分析国内市场需求对本土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效应，本文使用了多种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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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进行了估计，主要结果如表２所示。
其中，模型１是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ＰＯＬＳ）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到，关键解释变量

ＤＭＤ和ＡＭＢ 的系数符号均符合预期，且都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如果随机扰动项与解释
变量不相关，那么利用随机效应估计法，要比混合最小二乘法更为有效。因此，模型２采用随机效
应模型（ＲＥ）进行估计，根据估计结果，各主要变量无论是系数估计值还是系数符号，均与模型１较
为接近，但相比之下随机效应估计结果往往更为有效。然而，如果随机效应的前提假设（即随机扰
动项与解释变量不相关）不成立，那么随机效应估计可能是不一致的，而固定效应模型（ＦＥ）估计仍
然一致。鉴于此，模型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利用豪斯曼检验（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对随机扰
动项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卡方值（为２０７．４８）显著地拒绝了原假设。

这就意味着，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要优于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或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

从模型３可以看到，关键解释变量ＤＭＤ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与预期是相符合的；另一关
键解释变量ＡＭＢ的系数估计值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一结果可以初步说明，国内
市场需求对本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产生了正向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如果所有制结构上的平等
竞争程度越高（即以国有资本占比代表的行政垄断壁垒越低），那么其对于本土企业提升核心竞争
力而言就越有利。进一步地，由于常规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只能解决不随时间改变但因个体而异
的遗漏变量问题，而企业面板数据具有一定的时间序列，仅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可能难以捕捉随
时间改变的遗漏变量，因而为了获得更加稳健的估计结果，模型４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ＦＥ＿

ＴＷ）进行了回归。从回归结果可以观察到，在控制时间效应之后，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绝对
值大小和符号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上述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及
分析具有一定稳健性。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说１和假说２得到了初步的经验验证。

至于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也颇值得关注。根据模型３中的回归结果，ＤＭＯ 的估计系数为

０．００８４，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国内市场若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那么将大大有利
于本土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ＰＣＩ、ＨＣＩ和ＧＰＳ的显著性水平不高，这可能是由于模型存在内生
性问题所致。在克服内生性后，可以看到相应变量的回归结果质量有明显提高，不但显著性有所
增强，而且系数符号符合预期（见表３）。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和降低
政府生产性补贴，对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存在正向促进效应。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ＤＭＤ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３）

ＡＭＢ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９）

ＤＭＯ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ＰＣＩ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３）

ＨＣＩ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６９）

ＧＰＳ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３８）

ＣＯＮＳ　 ０．０４２５＊＊＊ ０．０４９４＊＊＊ ０．０５７５＊＊＊ ０．０５７８＊＊＊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１）

Ｅ＿Ｍ　 ＰＯＬＳ　 ＲＥ　 ＦＥ　 ＦＥ＿ＴＷ
Ｏｂｓ　 １１２７６７　 １１２７６７　 １１２７６７　 １１２７６７
Ｒ２　 ０．００９９ Ｎ／Ａ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１０２

注：＊＊＊、＊＊、＊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表中未报告时间虚拟变量，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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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生性检验结果分析
考虑到模型设定和估计分析中可能存在着内生性问题，本文接下来采用计量经济学中最常用

的工具变量法（ＩＶ－２ＳＬＳ）和广义矩估计法（ＧＭＭ）方法来消除内生性偏误。其一，对于测量误差
引起的内生性偏误，本文借鉴Ｆｉｓｍａｎ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２００７）的做法，选取企业所处地区（省或自治区）

和行业的企业内销额平均值作为国内市场需求的工具变量分别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其结果如表３
中的模型１和模型２所示。其二，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因为如果企业
核心竞争力提升，那么反过来促进国内销售值增加，这显然也是说得通的。为此，本文一方面分别
选取企业所在地区（省或自治区）的人口密度①、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工具
变量估计，另一方面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并且使用差分ＧＭＭ 和系统ＧＭＭ 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相应结果依次如表３中的模型３至模型６所示。

　　　表３ 考虑内生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ＤＭＤ　 ０.０６９１＊＊＊ ０.０２６５＊＊＊ ０.２６６１＊＊＊ ０.０２３８＊＊＊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０２）

ＡＭＢ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０３）

ＤＭＯ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７０３＊＊＊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２）

ＰＣＩ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４＊＊ －０.５７５１＊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３０） （０.２９５７） （０.００１０）

ＨＣＩ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５３０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２４２）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１５７） （０.１３３６） （０.００３３）

ＧＰＳ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４３９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４２８） （０.００２０）

ＣＯＮＳ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３８４＊＊＊ －０．１７４１＊＊＊ ０．０４１９＊＊＊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０３）

Ｅ＿Ｍ　 ＩＶ－２ＳＬＳ　 ＩＶ－２ＳＬＳ　 ＩＶ－２ＳＬＳ　 ＩＶ－２ＳＬＳ　 Ｄｉｆｆ－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Ｏｂｓ　 １１２７６７　 １１２７６７　 １１２７６７　 ７２６５５　 １６４４０　 １１２７６７
Ｒ２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１１１ Ｎ／Ａ　 Ｎ／Ａ

首先，根据模型１和模型２中的回归结果，关键解释变量ＤＭＤ 和ＡＭＢ 的系数估计值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符合预期，说明在考虑测量误差偏误后，国内市场需求和所
有制结构上的平等竞争均对本土企业核心竞争力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次，从模型３和
模型４可以看到，关键解释变量ＤＭＤ和ＡＭＢ 的系数估计结果也表现出较高的统计显著性，且系
数符号也符合预期。这说明，在考虑反向因果关系的内生性偏误后，如果国内市场需求水平越高，

所有制结构上的平等竞争程度越深，那么本土企业越能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最后，模型５和
模型６的回归中均考虑了企业存在的动态行为，其结果显示，在差分ＧＭＭ 估计下，关键解释变量

ＤＭＤ和ＡＭＢ 的回归系数虽然符号符合预期，但却没有统计显著性，而系统ＧＭＭ 估计下的关键
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不仅符号符合预期，而且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可见，在本文的模型
中，系统ＧＭＭ估计比差分ＧＭＭ估计更优。从模型６中可以看到，关键解释变量ＤＭＤ的系数估
计值为０．０１９９，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国内市场需求每提高１个单位，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就提升０．０１９９个单位；另一个关键解释变量ＡＭＢ的系数估计值为－０．００９６，也在１％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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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水平上显著，表明所有制结构上的平等竞争程度每增加１个单位（即以国有资本占比代表的行
政垄断壁垒每减少１个单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可以提升０．００９６个单位。

通过将表３中的主要结果与表２中的主要结果进行简单比较后可以发现，各主要变量的估计
系数显著性均得到明显改善，这意味着当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得到有效缓解之后，国内
市场需求对于本土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如果民营企业占比越高，那么
越有利于本土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此外，本文对所选取的工具变量进行Ｓａｒｇａｎ检验后的统计量

ｐ值显示，均无法在１０％或更高的显著性上拒绝原假设，这说明这些工具变量是有效的。考虑到
动态面板下的系统ＧＭＭ估计结果更优，因此后文的模型估计均采用了该方法。

（三）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对本文提出的假说３进行实证检验，接下来我们从地区层面对模型做重新的估计，主要

结果如表４中的模型１至模型３所示，其分别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组别的Ｓｙｓ－ＧＭＭ 估计
结果。

　　　表４ 按地区分组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ＤＭＤ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６）

ＡＭＢ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２４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７）

ＤＭＯ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１６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８）

ＰＣＩ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０３０＊＊＊ －０.１４８３＊＊＊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６７３） （０.０２４０）

ＨＣＩ －０.９５２７＊＊＊ ０.０１０５＊＊ －１.８９６２＊＊＊
（０.０３３１） （０.００４１） （０.１３２６）

ＧＰＳ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６７７）

ＣＯＮＳ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５９９＊＊＊ ０．０８０７＊＊＊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６）

Ｅ＿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Ｏｂｓ　 ８５１７８　 １３０８４　 １４５０５

从东部地区看，关键解释变量ＤＭＤ 的估计系数为０.０１４１，ＡＭＢ的估计系数为－０．００５０，且
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东部地区市场需求每扩大１个单位，将促进本地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提升０．０１４１个单位，而以国有资本占比代表的行政垄断壁垒每减少１个单位，企业核
心竞争力将进一步提升０．００５０个单位。与此相类似，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关键解释变量

ＤＭＤ和ＡＭＢ 的估计系数组分别为（０．０１２７，－０．０１７４）和（０．００５３，－０．０２４５），也均表现出１％的
显著性水平。根据它们的符号方向及显著性可以得到的第一点判断是：在中西部地区，国内市场
需求也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产生了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通过对比模型１～３中ＤＭＤ和ＡＭＢ
的系数大小不难看出，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二者的系数均表现出依次减小的规律变化，因而从
中可以得到的第二点判断是：国内市场需求对本地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促进效应是自东向西呈
“阶梯型”递减态势的。

这种有规律的变化特征，可能反映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起飞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并由此
产生了产业布局及价值链的雁阵转移模式。众所周知，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相对
较高，而且居民消费意识也较为强烈，这就促使了消费者需求的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而且东部地
区也是最早引入产品内分工这种生产组织方式的，在国内市场需求的作用下也就能更好更快地向
“微笑曲线”两端实现攀升，从而使本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幅度较大。然而，在中部和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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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居民消费意识都存在逐渐减弱的可能性，这就会直接造成中
西部地区较低的本地市场需求水平，再加上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本土企业也是相继融入产品内分工
体系的，这就很可能导致国内市场需求对本土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效应在中部地区要比东部地
区偏弱，在西部地区则显得更弱一些。这也意味着，政府的扩大内需政策应更多地向中西部地区
倾斜，以发挥其更高水平的、地区更加平衡的本土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效应。

（四）稳健性检验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行业分组方法做了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模型１和模型２是按照先进

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分组对模型进行的估计①。从中可以看到，关键解释变量ＤＭＤ和ＡＭＢ 的系
数符号与预期一致，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即使考虑到行业异质性，本文对于假
说１和假说２的实证检验是稳健的；而且，将不同组别中的ＤＭＤ、ＡＭＢ估计系数进行比较并结合
起来观察，也能发现更多与假说３有关的经验证据。

　　　表５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ＤＭＤ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２０６＊＊＊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３）

ＡＭＢ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ＤＭＯ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３）

ＰＣＩ　 ０.００３７＊＊＊ －０.３７６７＊＊＊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２２０）

ＨＣＩ －２.１０８５＊＊＊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６４１） （０.００３５）

ＧＰＳ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５４）

ＣＯＮＳ　 ０．０４１４＊＊＊ ０．０４６９＊＊＊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３）

Ｅ＿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Ｏｂｓ　 ３３３４５　 ７９４２２

一方面，由于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依然是大而不强，在产品内分工主导的“微笑曲线”中已
经或者将要攀升高端的本土企业数量仍是少数，它们在国内产业循环中所提供的高级生产性服务
相当有限，绝大部分的高级生产性服务都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提供，这就有可能导致国内
市场需求对企业研发、设计、营销、售后等无形活动的引致效应被外国企业所挤出和稀释掉了，这
在先进制造业中的表现将会更加明显，因为这些领域更加需要高级生产性服务投入。这就是为什
么ＤＭＤ估计系数在先进制造业组别要比在传统制造业组别略小的真实原因。另一方面，先进制
造业组别中的ＡＭＢ估计系数却比传统制造业组别中的ＡＭＢ 估计系数大许多，说明民营企业对
于先进制造业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促进作用相比于传统制造业企业而言要强得多，而中国民营
企业和制造业的区域布局均呈现东强西弱的特点，这就意味着在国内市场需求牵引下东部地区比
中西部地区更能通过民营企业优势来提升整体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由于后一方面因素比前一方
面因素的影响效应更大，因而总体上国内市场需求对本土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就会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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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阶梯型”递减的态势。
（五）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分析
本文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提出，国内市场需求通过引致本土企业增加研发设计投入和品牌营

销投入两种关键机制对核心竞争力产生了促进作用。接下来，本文将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两种
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参考张伯超（２０２２）的研究，本文设定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Ｙｉｔ ＝αＸｉｔ＋δ１ＮＰＲｉｔ＋δ２ＭＥＲｉｔ＋βＺｉｔ＋γ２Ｄ２ｔ＋…＋γＴＤＴｔ＋μｉ＋εｉｔ （２）

ＮＰＲｉｔ ＝αＸｉｔ＋βＺｉｔ＋γ２Ｄ２ｔ＋…＋γＴＤＴｔ＋μｉ＋εｉｔ （３）

ＭＥＲｉｔ ＝αＸｉｔ＋βＺｉｔ＋γ２Ｄ２ｔ＋…＋γＴＤＴｔ＋μｉ＋εｉｔ （４）
与前文基准模型相比，式（２）引入了代表企业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的中介变量。其中，前者由

企业新产品产值率进行表征，后者由企业销售费用占比进行表征。如果国内市场需求在式（１）中对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促进效应是通过中介机制产生的，那么式（２）的中介变量系数δ１ 和δ２ 必须显著
为正，而且式（３）和式（４）中的国内市场需求变量估计系数也必须显著为正。
表６中模型１至模型３报告了上述中介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１列示了同时引入

企业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两种中介变量后对本土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其回归结果显示，中介
变量ＮＰＲ和ＭＥＲ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０．００１３和０．０２４９，且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
明，本土企业增加研发设计投入和品牌营销投入均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而且后一机制的影响作用
明显大于前一机制。模型２和模型３则分别列示了国内市场需求对中介变量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关键解释变量ＤＭＤ的估计系数分别为０．００８６和０．０２９１，且均在１％的显
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国内市场需求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研发设计投入和品牌营销投入，且对于后
者的促进效应明显大于前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模型１中ＭＥＲ的估计系数大于ＮＰＲ 的估计系
数。而且，注意到模型１中关键解释变量ＤＭＤ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但系数绝对值小于基准模
型中的回归结果（见表３）。这说明国内市场需求对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影响既存在直接的促进
效应，同时也存在通过研发设计投入和品牌营销投入两种关键机制产生了间接促进效应。
　　　表６ 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ＥＣＣ　 ＮＰＲ　 ＭＥＲ

ＮＰＲ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５）

ＭＥＲ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０２４）

ＤＭＤ　 ０.０１７５＊＊＊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２）

ＡＭＢ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２）

ＤＭＯ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２）

ＰＣＩ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６）

ＨＣＩ －１.１３７７＊＊＊ １.８６２８＊＊＊ ０.３５２２＊＊＊

（０.０３３０） （０.０８６５） （０.０２３０）

ＧＰＳ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１４）

ＣＯＮＳ　 ０.０４３２＊＊＊ ０.０６０１＊＊＊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２）

Ｅ＿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Ｏｂｓ　 １１２７２５　 １１２７５０　 １１２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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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过去“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下，中国虽然利用廉价要素资源的比较优势融入经济
全球化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但近期频繁遭遇发达国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行为，
暴露了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的致命缺陷。当前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微观基础就是要加快提升本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基于这一现
实背景，本文利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国内市场需求对于本土企业提升
核心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及效应。主要的研究结论是：第一，国内市场需求不仅对中国本土企业提
升核心竞争力产生了直接的促进效应，而且还通过引致本土企业增加研发设计投入和品牌营销投
入两种关键的中介机制使得企业增加值活动更多地从生产中的有形活动转向生产前及生产后的

无形活动，从而间接促进了本土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第二，所有制结构上的不平等竞争是中国
经济过去的非均衡增长中的典型现象，通过解构所有制层面的市场竞争对国内市场需求的企业核
心竞争力提升效应的影响可以进一步地发现，在国内市场需求牵引作用下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
能显著地提升核心竞争力；第三，中国自东向西的区域产业布局和发展具有雁阵转移的典型特征，
这就导致国内市场需求对本土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促进效应在地理空间上存在异质性，呈现出
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阶梯型”递减的态势。
上述结论意味着中国在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

使本土企业加快提升核心竞争力，以更好地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合作与竞争。为此，本文提
出如下三个方面的政策取向：
首先，要搭建扩大内需的经济平台，利用好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巨大牵引力，促进本土企业的无

形资产积累。其中，从中间需求来看，要促进国内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融合发展，利
用专业化分工，加深产业链上下游的迂回化程度，引致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投资需求；从最终需
求来看，要千方百计地扩大国内中等收入者阶层，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其具体途径包括提高居民工
资收入、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居民财富收入等。其中，尤其需要重视发挥资本市场的财富效
应，这是当前阶段大幅增加中产阶层的最有效手段。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可
以促进居民财富的长期稳定增长（刘志彪、凌永辉，２０２１）。因此，中国要进一步加快资本市场改革
步伐，切实发挥资本市场“投融资交易、经济信息传导、风险定价管理、引导预期稳定”的枢纽作用，
形成社会优质资产供给增加和居民投资财富效应提升之间的正反馈循环。
其次，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激活各类市场主体的经济

活力。过去长期以来，民营性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老大难问题悬而未决，“双创”企
业也难以获得稳定的外部融资，这对于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无形束缚。
因此，要大力打破国有企业在一些行业（特别是竞争性行业）上的垄断地位，对各类所有制性质的
资本实施统一的国民待遇，鼓励民营企业在相关市场的进入行为，通过收购兼并促进资产集中和
集聚，有助于加快培育主导产业链高端环节的大型跨国企业。同时，也要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
革，积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有助于充分释放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潜力。譬如，通
过加快提升企业开办服务、注册登记制度等的数字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可以有效加强企业品牌字
号的联网核名与保护，提高相关争议的处理效率。
最后，要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特别是在区域一体化发展基础上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市

场。区域分割或非均衡的旧格局已经不适应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当前要通过加强制度改革促
进国内市场形成一体化、高度开放、充分竞争、运行有序的新格局。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激活国内
市场需求引致本土企业增加研发设计投入和品牌营销投入的影响机制。但需要强调的是，建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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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统一市场，不可能一蹴而就，须考虑东中西部地区的现实发展差距，分层次、分阶段地逐步推进。
就目前而言，区域协调发展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如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
国家战略相继启动。但这些战略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而且相互之间的联系也有待加强。因此，
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一方面是要继续深入推进区域内部的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是要努力推动跨
区域的更高水平合作和共同发展。譬如，可以通过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对接和整合，以产
业链上下游环节的协调来实现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共振，促进本土企业加快提升核心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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